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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 25 年反省与进路

李长莉

( 中国社会科学院 近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006)

摘 要: 我国史学界社会文化史学科兴起 25 年来，经过了前十年“兴起奠基期”、继十年“发展兴盛

期”、近五年“深化扩散期”三个阶段。学术贡献有: 理论方法创新，开辟史学新生长点; 推动中国近代史研

究超越“革命史范式”及“现代化范式”，走向“本土现代性”; 关注民间社会，挖掘内在社会文化资源。存在

问题与瓶颈: 学科意识模糊，研究“碎片化”，平面描述性、意义稀薄及理论缺失。当今社会转型呼唤社会文

化史的理论创新成果，未来将会引起关注的“关键论题”有: 民间社会、社会治理、生活方式、价值系统。这

几个“关键论题”，可能会成为社会文化史学者为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创新作出贡献的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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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Ｒesearch on Chinese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Ｒeflection and Approach in Ｒecent 25 Years

LI Chang － 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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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25 years，the social cultural history studies in Chinese historian circles went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foundation and rise period”，the following decade of the“development and flourishing period”，and the
last five years of the“deepen and proliferation period”． Its academic contribution is the innovation in theoretical approaches，o-
pening up new growing point of the historiography，promoting the study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beyond the“revolutionary
history paradigm”and“modernization paradigm”to“indigenous modernity”，concerning the civil society，and digging the in-
herent soci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Its problems and bottlenecks are vagueness in disciplines，“fragmentation”in research，flat
description，shortage of meanings and the lack of theoretical supports． Today’s social transformation is calling for the innova-
tions in social cultural history theories． The key topics that will raise futural attentions are as below: civil society，social govern-
ance，lifestyle，and value system． These key topic may become the growing points for social cultural history scholars to contrib-
ute to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the Chinese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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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史”作为一个新兴交叉学科，在

中国史学界自从 1988 年最早提出学科概念，至

今已经过去了 25 年。反省其实践探索轨迹，清

理缺失与盲点，诊断症结与瓶颈，有利于我们思

考今后的进路、调整方向，促使学科进一步深入

发展。
“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

新兴交叉史学流派，其兴起与发展有多条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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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们从不同路径进行探索与开拓，汇聚成社会

文化史 ( 或称“新社会史”、“新文化史”) 大方

向，可谓殊途同归。依循不同路径进行探索的学

者，对这一新兴史学流派进行过一些回顾与反

省，迄今这类综述性文章已有多篇①，也有不同

的角 度 和 侧 重。在 此，笔 者 对 社 会 文 化 史 自

1988 年以来 25 年里的发展作一宏观回顾与反

省，并对学科现存的缺陷及未来可行的进路提出

一些个人看法，供同道交流与讨论。

一、1988—1998 年约十年———兴起奠基期

这一时期“社会文化史”新学科逐渐兴起到

基本成形，主要取得以下三方面成就:

( 一) 提出了“社会文化史”学科概念，形成

了基本理论与方法

“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的

新兴交叉学科。社会史与文化史相交叉的研究

领域，如风俗史等，早就有人开始进行研究，也有

一些研究成果②。但一般成果比较宏观、综合，

运用一般性的史学理论方法，没有自觉的学科交

叉意识及学科特色的理论方法。明确标明“社

会文化史”为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路向或学科概

念，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思想解

放而发生史学变革，文化史和社会史相继复兴的

基础上，在 80 年代末、90 年代初提出来的。
较早明确提出文化史与社会史相结合作为

一种研究路向，是刘志琴 1988 年发表的《复兴社

会史三议》③、《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

论社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④两篇文章。文

中虽然还没有明确提出“社会文化史”这一学科

概念，但提出了社会史与文化史相结合、相交织

的“社会文化”及“社会的文化史”这一新研究思

路，可以说标志着“社会文化史”这一新学科方

向的初型。其后 90 年代初李长莉撰文明确提出

了“社会文化史”学科概念，并对其研究内容、理
论方法等作了比较完整的界说⑤。此后十余年

间，一些学者在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上作了一些

探索⑥，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可归纳如下:

1．“社会文化史”学科概念的内涵与定义。
有人认为可称为一个新学科，有人认为是一种新

的研究视角和新方法。虽然学者们说法不尽一

致，但对于社会文化史是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

的交叉学科或交叉视角，应当打通社会史与文化

史，综合运用两种学科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点取

得了基本共识。关于社会文化史学科定义，广义

而言，主要指其研究范围，即社会文化史是研究

以往社会发展过程中各种社会文化交织现象的

历史。狭义而言，主要指其研究视角或研究方

法，即社会文化史是研究以往社会发展过程中社

会生活与文化观念互动关系的历史，是用社会的

视角来研究历史上的文化问题，或用文化的视角

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现象。
2．“社会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广义

而言，凡属社会与文化交织领域如社会生活、风
俗习尚、礼仪信仰、大众文化、民众意识、社会心

理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属研究范围。
狭义而言，强调社会与文化的交叉视角，重心在

于二者的联系与互动，即社会生活、大众文化与

观念的联系，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互动等。总

体取向是关注民间与民众，“目光向下”。就研

究范围而言，“社会文化史”与社会史和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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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2010 年前的社会文化史相关文章大多收入梁景

和主编《中国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2010 年版) 论集中。此外还有一些社会史方面

的综述文章也有所涉及，参见李长莉:《交叉视角与史学

范式———中国“社会文化史”的反思与展望》，《学术月

刊》2010 年第 4 期; 李长莉、毕苑、李俊领: 《2009—2011
年的中国近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河北学刊》2012 年

第 4 期; 李长莉、唐仕春、李俊领:《2011—2012 年中国近

代社会与文化史研究》，《河北学刊》2013 年第 2 期; 李

长莉、唐 仕 春、李 俊 领: 《中 国 近 代 社 会 史 研 究 扫 描:

2013》，《河北学刊》2014 年第 3 期，等。
早期著作如张亮采:《中国风俗史》，商务印书馆

1911 年版; 陈 东 原: 《中 国 妇 女 生 活 史》，商 务 印 书 馆

1928 年版，等。后来还有一些社会风俗史的研究成果。
史薇( 刘志琴) : 《复兴社会史三议》，《天津社会

科学》1988 年第 1 期。
刘志琴:《社会史的复兴与史学变革———兼论社

会史和文化史的共生共荣》，《史学理论》1988 年第 3
期。

李长莉:《社会文化史: 历史研究的新角度》，收入

赵清主编:《社会问题的历史考察》，成都出版社 1992 年

版。
其中大部分文章后来收入梁景和主编《中国社会

文化史的理论与实践》论集中。



有较多重合，至于具体的研究论题可能有所偏

重，故此，“社会文化史”与“新社会史”或“新文

化史”可以互通。
3．“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方法。由于研究对

象的复杂性和互渗性，在主要运用社会史和文化

史相结合方法的基础上，根据研究内容的需要，

综合而灵活地借鉴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等其他人

文社会学科的任何方法进行研究。因而社会文

化史的研究方法具有鲜明的综合性、交叉性、多
样性特点。最为突出的是注重交叉性视角，体现

在社会与文化相结合、微观与宏观相结合、大众

文化与精英文化相结合、具体与抽象相结合、生
活与观念相结合等。

4．“社会文化史”研究所依据的主要史料。
与以往历史研究的“政治取向”以官方档案、政

书等为主体史料不同，由于社会文化史目光向

下，以民间社会为关注重心，因而民间史料是其

史料主体，如报刊读物、家谱族谱、日记笔记、私
人文集、戏剧唱本、蒙学读物、民间善书、神话传

说、民谚俚语、野史小说以及实地调查、口述资

料、图片影像等，即使利用一些官方资料，也主要

是从中搜求与民间有关的记载，特别是方志、判
案记录及社会调查报告等。这是由社会文化史

主要关注民间社会这一特点所决定的。
综上所述，关于社会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

在初创时期经过十余年的讨论和积累，虽然在各

个问题上都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表述，但也已初步

形成了一些基本共识。如果大而化之作一概括

的话，依笔者之见，社会文化史学科可以定义为:

它是一门社会史和文化史相结合的新兴交叉学

科，是综合运用社会学、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社
会心理学等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研究社会生活、
大众文化与思想观念相互关系变迁历史的史学

分支学科。
( 二) 出现了一批具有学科色彩的基础性研

究论著

从社会与文化相结合的视角考察一些历史

论题，其实早就有人有所尝试，只是以往没有明

确的新学科意识，研究者或是由于研究内容属于

社会与文化史交叉领域，因研究内容的需要而涉

及社会史与文化史领域，如风俗史、社会生活史

即是典型一例。或是有一定的社会史与文化史

相结合的自觉，如社会心态史研究。在“社会文

化史”作为一种新学科方向提出后，一些学者开

始有意识地从社会文化史交叉学科的视角，运用

这一新研究方法进行研究，开始积累研究成果。
这类研究方向更为明确，社会文化史的新学科特

色也更突出一些。
综观这些初期的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研究

成果，可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1． 出现一些社会文化史方面的专史著作。
这些研究大多是沿着社会史或文化思想史前行，

有的是旧领域的新成果，有的是有意识地对旧方

法进行改造或创新，自觉地将社会与文化结合研

究而进入新领域。这些成果既可属于原领域，如

果从社会文化史角度看，也可划入新领域，因而

也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础性成果。如社会风

俗史方面，较早有严昌洪的《西俗东渐记———中

国近代社会风俗的演变》( 湖南出版社 1991 年

版) 和《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 二书，是有关中国近代社会风俗史的

开拓之作。此后还有如李少兵的《民国时期的

西式风俗文化》(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版) ，梁景和的《近代中国陋俗文化嬗变研究》
(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版) ，分别对西式

风俗和陋俗文化作了系统研究。社会心态史方

面，如 乐 正《近 代 上 海 人 社 会 心 态 ( 1860—
1910)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一书，运用

城市史与心态学相结合的方法，对清末时期上海

社会生活的变化对上海人社会心态的影响作了

比较深入的研究。还有周晓虹《传统与变迁: 江

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 三联

书店 1998 年版) 一书，对江浙农民群体的社会心

理作了专门研究。社会生活史方面，如忻平《从

上海发现历史———现代化进程中的上海人及其

社会生活》(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 一书，

是较早的近代社会生活史专著。社会与思想互

动史，如杨念群《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三

大知识群体互动的比较研究》( 三联书店 1997
年版)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
社会与学术》(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 。

2． 出现社会文化史色彩的新概念。这一时

251

安徽史学 2015 年第 1 期



期的研究成果，起初是旧有领域研究“自然长

入”社会文化史新路向，如风俗史、社会生活史

等，且大多沿用旧有的概念、框架、词语及分析工

具，一般没有新学科特色的新概念、新理论和新

词语，因而对于新学科基本处于一种非自觉状

态。但自 90 年代中期开始，研究论著中出现了

一组明显具有社会文化史色彩的新概念，即“公

共领域”及“公共空间”、“公民社会”、“市民社

会”等概念群①。这组相互关联的概念群，是从

西方社会理论中引入的，显然相关学者认为这些

概念对于解释中国近代社会文化比较有效，因而

加以借鉴、运用与讨论。这一现象也可说是中国

史学界开始引入西方当代社会理论来研究中国

近代社会史实践的一个发端。此后“公共领域”
和“公民社会”等论题仍然受到学界的持续关

注，其意涵和应用也有所演化和拓展，成为社会

文化史研究中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概念组。
3． 出现综合性学科通史著作。一个学科的

成形，往往以综合性学科通史的出现为一个标

志。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文化综合通史

性著作是刘志琴主编，李长莉、闵杰、罗检秋执笔

编写的三卷本《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 浙

江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 。这套书明确以“社

会文化变迁( 史) 录”为标题，是综合性、基础性、
开拓性的近代社会文化通史著作。

( 三) 出现一批学科基地，形成基本研究队

伍

新学科的成长发展，需要有一批研究基地和

一定规模的研究队伍作为“孵化器”和发展平

台。上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一些社会文化史相

关的研究基地先后建起。如北京地区有中国社

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文化室群体，以及首都师

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一些学者陆续

进行社会文化史研究。华南有中山大学和厦门

大学的一些学者，主要借鉴文化人类学方法进行

华南地区社会史研究。此外还有华中师范大学、
湖北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山西大学等更多分

散各地高校的学者，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引入社会

文化史方法进行研究。
自 1988 年以后的十余年间，社会文化史学

科理论方法的提出与形成，一批相关领域的专史

和综合史著作的出版，以及一些研究基地和研究

团队先后形成，标志着社会文化史这一新学科基

本成形，可以说是中国社会文化史学科的兴起与

奠基期。

二、1998—2008 年约十年———发展兴盛期

经过约十年的发展后，社会文化史研究进入

了兴盛发展时期，表现为研究论著持续增多，逐

渐成为一个新兴热门领域。在此期间社会文化

史的发展具有以下两个特点:

( 一) 自觉运用社会文化史交叉视角进行研

究的专题论著增多，并出现具有学科特色的热点

领域和新概念群

社会文化史新视角被越来越多研究者认同

和吸收，更多的学者开始自觉地以这种新视角来

进行研究，研究论著开始成批量出现，并稳步持

续发展。笔者据《近代史研究》附载的历年论著

目录，统计 2003—2007 年国内发表中国近代史

论文和出版著作，论题明确具有社会与文化双重

意涵与交叉视角，因而可列为较严格意义上“社

会文化史”取向的研究成果，这五年间共有专著

78 部，论文 346 篇。可以说社会文化史已经具

有了一定的学术空间和生命力，形成了一个具有

一定特征的分支研究领域。
从这些论著的论题分布情况可以看到以下

几个特点:

1． 出现热点论题。这些论著出现一些比较

集中的论题，如生活史、风俗信仰、大众文化( 传

播) 、社会认同、公共领域( 公共空间) 等论题，总

数都在 40 篇( 部) 以上，平均每年 8 篇( 部) 以

上。其中有些是与旧领域重合的，如风俗史、大

众文化史。有的虽然是旧领域，但是一直被忽视

而如今则上升为热点领域，如生活史，在这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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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如杨念群:《近代中国研究中的“市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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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上海的一个公共空间研究》，《档案与史学》1996 年第

6 期; 熊月之:《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

《学术月刊》1998 年第 8 期，等。



期论著数量升至第一位，可见其得到研究者集中

关注而成为热点。这些论题无论新旧，也大多有

自觉的社会文化交叉视角的色彩，因而多具有一

定新意。
2． 出现新领域。除了上述这些旧有领域之

外，还出现了更多具有社会文化学科特色的新研

究领域和论题，如: 公共领域( 公共舆论、公共空

间) 、话语分析、概念史、文化建构史、表象史、记
忆史、身份认同史、身体史、休闲文化史、物质文

化史、区域社会文化史等。这些新领域和新论

题，都有一套相应的有一定新意的理论方法，可

以说是学术研究中层理论的创新性发展。
3． 出现新词汇。词汇是进行学术研究、逻辑

分析的最小概念单位，也是进行史学研究的分析

工具，具有一定学科色彩的学科性词汇，是一个

学科用以分析、解释、建构研究对象的基本工具。
这一时期的大量论著中，可以看到一些不同于传

统史学词汇而具有社会文化交叉特色的新词汇，

并被日益广泛地运用。如公共领域、公共空间、
公共舆论、语境、话语、文化建构、文化想象、历史

记忆、表象、现场等。这一系列新词汇的出现及

广泛应用，标志着社会文化史学科特色更为突

出，理论方法更具创新性。同时也与传统史学形

成更大反差，进而出现扩散渗入效应。
( 二) 与西方社会文化史合流

这一时期另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与西方社会

文化史合流①。如果从国际史学界范围来看，社

会史与文化史交叉视角的“社会文化史”( 或称

为“新文化史”、“新社会史”) ，作为新的研究路

径和理论方法，最早出现于西方②，比我国早约

十年。其研究成果及理论方法到 90 年代后开始

被陆续引介进来，我国史学界也开始借鉴、吸收

这些理论方法，引入运用一些新的学科概念和理

论进行研究，前述 90 年代后期出现的“公共领

域”讨论就是典型一例，此后国内外社会文化史

逐渐合流。
我国学界之所以热衷吸收西方社会文化史

理论方法，究其原因大致有二:

一是西方社会文化史理论源自于法国年鉴

学派及西方文化人类学、社会理论等交汇流变，

具有深厚的哲学传统和史学理论基础优势，因此

社会文化史理论作为西方理论的分支发展，无论

是理论体系、概念工具，还是研究方法，都更加成

熟、规范与适用，我国学者引为己用，自然相对便

利，这是学术发展的自然规律。
二是我国近代以来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

社会的转型期，西方社会文化史理论大多基于对

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的研究得来，与我国近代社

会发展阶段相近，因而具有较强的对应性。同

时，社会文化史以关注民间社会的视角研究近代

社会文化交叉领域，而我国原有史学理论方法对

于这一新领域的研究分析力和解释力较弱，借助

这些西方已有的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则分析和

解释更为有效，特别是一些概括性和建构性的中

层理论，如“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等概念，“文

化建构”、“语言分析”等方法，“记忆史”、“表象

史”等领域，对于中国近代社会文化相关领域的

研究都更为有效和适用，因而被我国学者拿来应

用，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当然，作为由西方人研究西方社会而形成的

理论方法，移入我国会有一定的“水土不服”效

应，一些理论概念可能与我国实际社会文化状况

显得隔膜不适，我们更需要的是真正由研究我国

社会文化状况而产生出的既是“地方性”又具

“普遍性”的本土社会文化理论，但这需要一个

过程，而首先吸收、逐渐消化西方理论即是最为

便捷的一条路径。可以乐观地预见，我国学者久

已呼唤的“本土理论”，最有可能是在西方理论

与我国实际相结合的深入研究中经再度创造而

产生。

三、2008—2013 年约五年———深化扩散期

关于 2009 至 2012 年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

方面的研究概况，笔者已有专文进行了梳理，在

此不再详述。总体而言，近五年社会文化史向着

各个领域的分支路向深化发展，特别是一些集中

的热点领域向纵深发展，同时社会文化交叉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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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国学界与西方社会文化史合流以及两者

的异同，笔者曾在前揭《交叉视角与史学范式———中国

“社会文化史”的反思与展望》一文中有所述及。
［英］彼得·伯克著、刘华译: 《西方新社会文化

史》，《历史教学问题》2000 年第 4 期。



的理论方法出现扩散化趋势。下面仅归纳近五

年社会文化史发展的一些特点:

( 一) 热点领域的研究成果出现系列化、规

模化、国际化发展态势

如“社会生活史”原是旧研究领域，较早进

入社会文化史研究视野，到上世纪 90 年代以后

上升为社会文化史的热点论题，同时也加入了

“公共领域( 公共空间、公共生活) ”、“物质文化

史”、“休闲文化史”、“个人史”、“微观史”、“区

域史”等社会文化史新理论元素。经过二十余

年的积累，近五年进入成熟期和收获期，不仅研

究成果层见叠出，呈“涌出”状态，而且成果出现

系列化、精细化、规模化的新动向。“上海城市

生活史”系列研究成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上

海学者群体组织出版“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

书”( 上海辞书出版社) ，在 2009—2011 年短短

三年间，推出了两批共 25 部有关上海城市生活

史的专题研究著作，将这一领域的研究推向了相

当精细、深入及成系列、成规模的水平。
( 二) 有学科特色的热点论题推动一些新研

究路向的发展

“仪式节庆”是近年引起诸多关注的新论

题。仪式节庆作为国家礼仪制度，是向社会大众

传达一定的政治或文化意义，有的也是历史记忆

的固化形式，是塑造大众文化、民众习俗、民众观

念的一种社会管理方式。近年这一论题渐受到

研究者关注，一些学者运用文化建构、历史记忆

与政治文化等新理论方法，对近代以来的仪式节

庆及其意涵的变迁进行研究，出现了一批颇具新

意的成果。
除了由热点论题推进一些研究路向深化之

外，一些研究方法的应用也得到新的开拓。如通

过关键词语的建构与传播，考察中国近代文化观

念变迁和知识传播过程，这种“词语分析法”是

近年兴起的一种新研究方法，海内外都有一些新

研究成果①。
( 三) 研究路径向分化与综合双向延伸发

展，学科影响弥散性扩展

1． 分化。伴随研究的深化，研究领域进一步

分解，出现更多分支路向，并有持续性发展。如

在原有的“社会文化史”、“历史人类学”、“区域

史”之外，又有“城市社会文化史”、“概念史”、
“文化建构史”、“生活方式史”、“身体史”、“图

像史”等更加细化的分支，成果不断增多。
2． 综合化。与细化分化相反的另一趋向，是

综合化的总体史成果也有增多。如山西大学社

会史研究中心倡导的“区域总体史”，已经取得

了富有特色的系列成果。还有上海、天津、北京、
成都、武汉等各大城市史研究带动了城市史研究

的兴旺局面。
3．“时段后延”。近年社会文化史拓展的另

一趋向，是出现由近代史向当代史延伸的“时段

后延”现象。相对于政治的断裂性，社会文化则

更具连续性，因而，一些研究近代社会文化史的

学者，沿着近代以来社会文化变迁的轨迹而延伸

到了建国后的当代阶段。如首都师范大学中国

近现代社会文化研究中心，研究范围由近代向建

国后扩展，组织人员对建国早期婚姻家庭变迁进

行口述史研究，取得了系列成果。又如山西大学

对建国后集体化时代的研究等，都反映了这种

“时段后延”趋向。
4． 学科交融。近年社会文化史与其他学科

领域相互交融的趋势日益显著，彼此界线更加模

糊。如社会生活史，从其内容来说，同属于社会

史领域，如果更多地运用社会与文化交叉视角、
多元联系的观点、关注民间社会，以及运用公共

领域、词语分析、符号象征等方法进行研究，也可

说是社会文化史。与此同时，社会文化史交叉视

角及研究方法，也被其他领域一些研究者吸收，

引入到其研究中去。如一些政治史研究论著，也

从社会文化交叉视角，运用公共领域、词语分析、
文化建构等理论方法进行研究，产生一些具有新

意的研究成果。如王奇生的民国政治史著作

《革命与反革命: 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 ，就比较典型

地反映了这种政治史引入社会文化视角的探索。
这反映了社会文化史理论方法的优势，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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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译介与晚清汉语词汇之变迁》，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2
年版; 黄兴涛:《近代中国“黄色”词义变异考析》，《历史

研究》2010 年第 6 期。



的扩散，日益向其他研究领域渗入的趋向。

四、学术贡献与问题反省

回顾中国社会文化史 25 年间从兴起到发展

日渐成熟的历程，有对史学革新与推进的学术贡

献，也存在局限与发展瓶颈，由这些回顾与反省，

我们方可更清晰地展望未来发展进路。
( 一) 学术贡献

纵观社会文化史在中国 25 年的兴起发展历

程，可以看到，这一新兴交叉学科成为历史学中

一个以理论方法创新为主要特征、具有鲜明特色

的新学科路向。这一学科的发展对于历史学创

新具有以下意义:

1． 理论方法创新，开辟史学新生长点。以往

的学科分野是以研究领域和对象不同而区分，是

一种平面式、领地式划分，是有限资源的分割。
而社会文化史研究路向，主要是研究视角与理论

方法上的创新，开辟了观察和解释历史的新角

度、新路径。社会史与文化史的交叉，打破了传

统学科以研究内容相区分的隔阂，打通了社会生

活与文化观念、社会状况与精神世界的关联，并

形成了一系列具有学科特色的新概念、新理论，

为新的研究视角提供了更加有效的分析工具。
这种理论方法创新，丰富了历史学，开辟了一条

史学革新之路，推动史学由“描述性研究”向更

加深入的“解释性研究”趋进，成为史学深入发

展的一个生长点。其丰富多彩的研究成果，也展

现了史学研究的新风貌和现代生命力。这是社

会文化史的主要学术价值。
2． 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超越“革命史范式”

及“现代化范式”，走向“本土现代性”。以往“革

命史范式”偏重革命运动主线，对社会整体转型

有所忽略。“现代化范式”强调现代与传统的断

裂，以西方现代化为评判中国社会发展的标尺。
虽然这两种范式对中国社会近代变革的某些层

面有一定解释力，但相对于丰富的中国社会近代

转型而言，又都有一些层面的忽略和盲点。而社

会文化史强调回归本土，关注民间，贴近国情，以

社会与文化相结合的内在立体考察为主要路向，

重在考察民间社会的动向、社会文化生态、上层

与下层的互动、传统与现代的内在联系、个人—

社会—国家的互动关联等取向，使史学立足中国

本土国情，为探索中国社会近代转型特征及独特

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个更加有效的研究路向。这

是社会文化史的主要现实意义。
3． 关注民间社会，挖掘内在社会文化资源。

民间社会是民族文化的母体，是民族之根与民族

之魂的棲栖处，是民族生命力的本源所在。民间

社会蕴藏着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化积淀下来

的丰富宝藏和民族生存密码。尽管近代一百多

年来，社会表层经过了多次天翻地覆的变动，民

族特征已几近消失，但在民间社会，却蕴藏着支

撑中华民族数千年顽强生命力的生存密码，因而

也是解开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特征与中国独特道

路的锁钥所在。这些文化密码就蕴藏在民间社

会之中，蕴藏在亿万平凡民众的生活方式和心灵

世界之中。社会文化史的关注重心从政治舞台

走向民间社会，正是走向这个民族文化宝库去挖

掘内在社会文化资源，以探索中华民族走向现代

化独特发展道路的根源，寻求在全球化冲击下民

族生存与复兴之路，寻求人类和平共生之路。当

今中国正面临社会转型的困惑与阵痛，急需适应

我国发展的本土社会发展理论，社会文化史关注

民间社会、挖掘本土社会文化资源的研究路向，

可能就是一个有效的途径。这是社会文化史的

主要理论意义。
( 二) 反省问题与瓶颈

社会文化史经 20 多年的发展至今，也面临

着一些质疑，存在着一些局限与问题，遭遇到发

展瓶颈。在此稍作梳理与回应:

1．“非学科”。自从社会文化史开始兴起直

到今天，一直有质疑“社会文化史”是否是一个

独立“学科”的声音，特别是有些也运用一些同

类方法进行研究的学者，更产生一种身处“学

科”内外的困惑，或是“学派”划分的疑虑。对

“社会文化史”是否为“学科”，行内学者在最初

阶段也曾有过讨论，后来则趋于沉寂，也可以说

形成了某种默契。笔者认为，行内学者虽然对此

有不同看法，但也有一定的基本共识，即社会文

化史是跨社会史与文化史的交叉视角，与原有学

科的区别主要不在研究领域这一传统的学科区

分，而在于研究视角和理论方法的独具特色，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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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与相关学科如社会史和文化史有一定的重叠

性，边界并不清晰。“社会文化史”是否是个独

立学科的名目并不重要，也可称为新视角、新学

派，或是“准学科”，重要的是自觉地以新理论方

法，沿着新研究路向，推动历史研究的革新和深

化。特别是在当今史学分支日益细化，在各学科

交界的边缘处日益分化出更多新支流的情况下，

传统意义上的学科区分日益显得难以界定。因

此，不必偏执于学科名目之有无，而更需注重这

种视角和理论方法的有效性。依笔者之见，如果

有一定的“学科”意识，可能更有利于自觉地沿

着这一新路向走史学创新和深化之路。就这一

意义而言，标示“社会文化史”为一新学科，并非

出于别立门户、自树帮派之意，而只是希望强化

研究者的自觉创新意识，更好地凝聚同道同好的

学术追求，以推动这一史学新路的进一步开拓。
本文将社会文化史作为一个“新学科”加以梳

理，就是出于这一考虑。
2．“碎片化”①。指不少社会文化史研究者

选择的论题细小琐碎、缺乏联系的现象。笔者对

此曾有专文讨论②，在此不过多重复，只想提请

注意的是，由于社会文化史主要研究对象是民间

社会、大众生活，因而需要进行具体而微的微观

研究，这就导致与微观研究发展而来的“碎片

化”有一定的伴生关系。我们需要警惕这个“陷

阱”，以联系论、网络论、整体论、建构论及选择

“中观问题”等方法进行矫正，使微观研究的“碎

片”，通过这些方法而连结为宏观研究的“珠串”
和“网络”，如此才能避免跌入“碎片化”泥沼。

3．“描述性”。伴随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兴

起，在历史书写方式上也出现“叙事史”( 或称为

“讲故事”) 、“描述性”特征，这也是社会文化关

注民间社会的一种伴生物。如果只是“描述史

实”，则社会文化史因论题细小而与其他学科相

比更无深度。这里涉及与传统史学“实证”方法

的关系问题，对此笔者在前述文章中有过讨论
③。诚然，叙述历史事实、回归历史现场、还原历

史原貌，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第一步，但若仅停

留于此，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文化史研

究。因为“描述性研究”是所有史学的基本书写

方式，社会文化史更重要的特色是在此基础上的

“解释性研究”，而且是具有一定新路向和理论

方法的“意义阐释”。社会文化史与其他学科不

同的一个突出特色，是其“解释工具”有所不同，

因而我们需要建构和运用这些“解释工具”进行

研究。要借鉴已有的理论方法，以及不断吸收其

他学科的理论方法，以不断调整和补充社会文化

史学科的“解释工具”———即理论方法。选择研

究论题时，可以本着“从解释着眼、从描述入手”
的路径。通过这种路径展开研究，或可改变“描

述性研究多而解释性研究少”的缺失。
4．“无意义”。由于社会文化史研究论题往

往具体而微，因而常常受到“意义稀薄”、“价值

缺失”的 质 疑，甚 至 有 的 研 究 被 讥 为“自 娱 自

乐”、“猎奇”、“把玩”等。对此社会文化史研究

者只有用能够被认可的真正具有学术和社会价

值的研究成果予以回应。据笔者观察，大多数社

会文化史研究者，是秉承着中国知识分子“经

世”传统，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学术创新意识

进入这一领域的。但是如果在研究实践中缺乏

问题意识，缺乏时代眼光，缺乏理论素养，缺乏社

会关怀，缺乏对民族和人类命运的思考，就有可

能在不自觉中使自己的研究走上“意义稀薄”、
“价值缺失”因而被边缘化的歧路。这是需要我

们加以警惕的。因此，笔者以为，在中国近代社

会文化史研究实践中，虽然具体论题可能具体而

微，但需紧紧扣住近代社会文化转型这一时代变

革的主线，在与这一主线的联系中来把握和分析

具体的社会文化事象，这可能是一条避免“价值

缺失”的可行路径。

结 语: 未来进路展望

通过上述回顾中国社会文化史走过 25 年的

来路，可以看到当下社会文化史学科所处的方位

与面临问题，由此再向前展望前进方向，可以有

以下一些期待:

首先，时代呼唤社会文化史的理论创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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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 4、5 两期，连续刊登《中

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碎片化”问题笔谈》共 13 篇。
③李 长 莉: 《“碎 片 化”: 新 兴 史 学 与 方 法 论 困

境》，《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 5 期。



果。当今我国正处于从经济转型向社会文化转

型的关键阶段，即社会改革进入“深水区”。所

谓“深水”，就是广阔深邃的社会文化大海。上

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前三十年向市场经济的转

变，如今遭遇到社会、文化、政治领域的失调与不

适，造成社会结构重组、社会矛盾增多、价值观念

混乱、伦理道德失范、社会秩序失序等一系列问

题，使社会发展遭遇瓶颈，需要寻求如何解决这

些问题、突破瓶颈、实现社会长治久安发展的路

径。实际上，这也是近代一百多年来中国社会从

传统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延续。社会文化史的研

究视角，就是沉入社会文化这一“深水区”里探

索航程的一种路向，是回归“民间社会”挖掘本

土社会文化资源来溶铸社会发展智慧的一条路

径。当今社会的种种问题，大多都可从近代社会

文化变迁中寻找到其源头，或有相似的路径。因

此，我们从当今时代需要出发，就有无数可供研

究的论题，有广阔的有待开拓的学术空间。可以

期待，未来这一学科路向还会有更多、更具有问

题意识和时代价值的成果问世。
其次，中国社会文化史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

已经有了比较丰厚的学术积累，研究成果数量已

蔚为大观，形成一些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研究

队伍已日益壮大，理论方法不断丰富提高，研究

路径更加分化多元。特别是在全国已经形成了

多处研究基地和研究团队，更多具有新知识素养

的年轻一代加入这一领域，还有更多分散于各处

的学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借鉴社会文化交叉

视角和理论方法进行不同的研究，这些都使得社

会文化史形成弥散化扩展趋势。
展望未来中国社会文化史发展的进路，笔者

以为，一些历史与现实关联度较高的论题，可能

会成为今后一段时期社会文化史的热门论题。
具体而言，以下几个可能会是今后一段时期社会

文化史较受关注的“关键论题”:

1．“民间社会”。与此相关的论题有市民社

会、公民社会、民间文化、大众文化，以及公共领

域、公共空间、公共生活等概念群。传统中国社

会是一个以民间社会为重心的“半自治化”社

会，但自从清末以来开始近代化社会转型，国家

逐渐强化对民间社会的渗入和控制，直至数十年

后，民间社会的独立性几近消失，其后果在造成

国家控制社会力量无限增强的同时，民间社会所

承载的民族社会文化资源也丧失殆尽。而伴随

市场经济和城镇化快速发展，民间社会又开始

恢复，市民公共生活领域出现大块空白，同时

民间社会缺乏自组织、自管理机制，这也是造

成当今社会上下失调、政民矛盾的一个重要原

因。因而现在有“重建民间社会”的必要，也需

探索中国近代“民间社会”的结构、功能，及其

近代变迁的机制与得失，这些探索也会对因应

当今所谓“新市民运动”等社会问题，提供一些

历史经验。
2．“社会治理”。这是社会文化史的一个重

要理论“个人—社会—国家互动”理论所指向的

一个核心问题，也是当今我国“创新社会管理”
要解决的核心问题，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围绕这

一中心有众多各个层面的论题，这些会成为研究

者关注的重点。
3．“生活方式”。与此相关的论题有社会生

活、日常生活等。生活方式是亿万民众一切物质

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基础，无论上下，各类人物，概

莫能外。生活方式也是形成民众感情、行为方

式、道德伦理、社会规则、法律礼俗、社会观念的

基础和土壤。以往我们过于注重意识形态的作

用，随着社会和时代的变化，生活方式对社会文

化的影响力日益彰显，也是我们重建当今社会文

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
4．“价值系统”。近代百余年来，中国人的

价值系统经过了几次伤筋动骨性的颠覆和重构，

当今更处于价值混乱与道德失范的困境，如何重

建民族价值系统，是一个急迫的课题。社会文化

史学者从蕴藏着丰富的民族社会文化资源的民

间社会入手，或可为今天的价值重建提供一些历

史资源。
笔者以为，上述几个“关键论题”，有可能会

成为社会文化史学者为中国社会发展理论创新

作出贡献的生长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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